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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針對臺灣原住民的民族植物與傳統生態知識的相關研究進行文獻回顧，

從整體介紹這個學科領域在西方文獻中的研究歷史開始，接著針對不同研究時期

臺灣原住民植物研究的論文進行類別敘述，列舉其中值得特別留意的成果、研究

方法或研究發現為例，最後則介紹近 20 年來英文出版的民族植物學、人類學及傳

統生態智慧研究的幾個發展類型，將之與相關研究理論進行對話，以提供臺灣的

原住民民族植物學研究者，進一步的比較案例與研究的參照 

關鍵詞：民族植物學、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臺灣原住民族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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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臺灣原住民擁有豐富且多樣的生態環境知識，從各個社會文化的對環境的認

識到特殊的認識論與適應策略，由語言到生產技術和醫藥及信仰儀式或宇宙觀層

次的現象均相當豐富。本文將針對民族植物與傳統生態智慧的相關研究進行文獻

回顧，前言將整體介紹這個學科領域在西方文獻中的研究歷史，接下來第二節將

整理臺灣原住民植物研究的論文，針對不同研究時期進行類別敘述，並舉其中值

得特別留意的成果、研究方法或研究發現為例進行評述，第三節則將介紹目前臺

灣已有的原住民植物研究與近 20 年來英文出版的民族植物學、人類學及傳統生態

智慧研究的幾個發展類型，將之與相關研究理論進行比較，以提供臺灣的原住民

民族植物學研究者，進一步的案例與研究上的參照。1 

資深的生態人類學與飲食文化研究者 E.N. Anderson 在整體介紹民族生物學

（Ethnobiology）（2011）的合輯中的導論裡，對於特定族群團體中的生物學相關知

識的研究，提出其中包含有關於植物或動物的文化知識，與其間的各種交互關係，

換言之，民族植物學，即探討植物利用、品種馴化、不同民族的植物知識建構與比

較、植物相關的象徵和儀式體系、植物與政治經濟學、文化生物多樣性與保育、氣

候變遷下的傳統環境知識等，民族生物學中還包含了其他如民族動物學與民族生

態學等相關的學科分支與指稱。 

在廣義的定義上，民族植物學應包含各個民族本身的植物知識。人類對於植

物的利用可以追溯自各種史前文化，而人與所處的自然環境也有各式的互動，這

些知識的存在早於民族植物學的學科確立，如同人類學者 Anna L. Tsing（2005: 90-

95）綜合引用研究自然史的認知基礎的 Scott Atran（1990），與探究綠色帝國主義

的 Richard Grove（1995）、Richard Drayton（2000）等人的研究，提及在十六與十

七世紀之際，歐洲在分類學知識發展階段，隨著地理大發現與帝國的擴張，接觸

到從亞洲、非洲與美洲原住民地區帶回的不同的民族植物與植物藥學知識記錄，

這些記錄促使歐洲的學者更加速地認識更大尺度的自然的多樣性，但這些紀錄卻

                                                 
1 本文經科技部之 109 年度經費補助，計畫編號為 MOST 109-2420-H-002 -003 -MY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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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與系統化過程中被逐漸捨棄或忽略，這一層與地方知識合作的內容與所激

盪出來的面向更不再被提及。 

民族植物學科建立至今雖然歷時不長，但是其知識內容在文獻中的累積實質

上由來已久，特別是醫藥植物的文字記錄，通常具備一定的科學標準，在早期的

自然探索，不管是中國、埃及、北美或是歐洲等其他區域，留下眾多草藥使用的田

野資料，從物種的辨識到使用情境，以及知識實踐的過程，也就逐漸促成民族植

物學學科的發展（Svanberg et al., 2011）。比方說希臘學者 Pedanius Dioscorides 在

公元初世紀所著的藥物典（Materia Medica），即記載有六百種的藥用植物，包含了

到今日都仍為人熟知的烏頭、秋水仙、罌粟等 2，也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傳世超過

一千五百年之久。植物學的進展在此之後沈寂一段時間，中世紀時才又再興盛，

如德國的 Otto Brunfels 在 1530-1536 年所著《活植物圖譜（Herbarum vivae 

eicones）》，和 Leonhart Fuchs 在 1543 年的《植物史評論（De Historia Stirpium 

Commentarii Insignes）》等，不僅詳實記錄許多藥用植物，同時也提供細緻精準的

科學繪圖。到十八世紀時，建立西方植物學分類的林奈氏出版影響後世深遠的《自

然系統》一書，開啟並確立了對於植物記錄的科學性描述方法。 

在十九世紀末期，植物學者如瑞士的 Alphonse Pyrame de Candolle3 開始對於

栽培植物的起源產生興趣（de Candolle, 1885），運用其對於植物地理學的知識探討

不同栽培植物被人類利用的歷程，可說是對民族植物進行系統性研究的濫觴。但

民族植物學（ethnobotany）作為一個專有名詞和獨立學科，是在 1895 年才由 John 

W. Harshberger 首次正式提出（Harshberger, 1896; Ford, 1978; Ford, 2011: 16），當

時主要用民族植物學指稱「研究原住民所使用的植物」，特別是在美洲新大陸的探

索中所發現的各種作物。而後續的許多民族植物學研究，不管是方法學的建立，

或是專論單一植物物種、單一民族的植物利用等，都是以歐美學者在世界各地所

展開的相關研究為主要的參考對象。與人類經濟活動息息相關，醫藥、農業，各種

食衣住行相關的植物利用，也隨著經濟植物學（economic botany）的建立下蓬勃發

                                                 
2 藥用成份分別為烏頭鹼、秋水仙素，以及鴉片鹼。 
3 他的父親是著名的植物學者 Augustin Pyrame de Candolle，其關於植物自然系統分類和

自然戰爭理論的研究，啟發了達爾文的演化天擇學說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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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Hill, 1937; Simpson and Ogorzaly, 2014）。在農藝學（agronomy）、園藝學

（horticulture）、森林學（forestry）、熱帶農業（tropical agriculture）等領域，和民

族植物學原先所關注的議題密不可分。當今經濟植物學會（The Society for 

Economic Botany）仍持續穩定地發展，且保持許多與民族植物學研究重疊之處，

而經濟植物學則持續作為英國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 Kew）與美國密

蘇里植物園（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中的重要分支。 

隨著民族植物學研究的發展，不論是民俗、敘事、儀典和自然史觀中探討植物

所扮演的角色，或是因著人類族群內的年齡、性別、社會階層而有不同的植物利

用，都成為民族植物學者關注的議題（Nolan and Turner, 2011）。新興研究領域的

興起，也標註各種跨域發展的可能，諸如利用植物遺留研究飲食文化發展體系的

考古民族植物學（paleoethnobotany）（Fritz, 2005），研究植物知識的分布、型式，

和轉譯的認知民族植物學（cognitive ethnobotany）（Sanga and Ortalli, 2004），以及

研究藥理和醫學應用的醫藥民族植物學（medical ethnobotany）（Etkin, 1990）。同

時也有不少研究強調種源和保種與農業多樣性（ethnobotany and agrodiversity）

（Veteto and Skarbo, 2009），或是集中探討關於原住民族智慧財產權議題（Brush, 

1996）等。 

另外，在經濟植物學的研究中，由於現代分子生物技術不斷進步，植物學者們

得以進行巨量資料的作物基因組分析，不僅可以進行比較品系間的微小差異，也

能藉由分子演化分析探究作物的起源（Meyer and Purugganan, 2013; Mastretta-Yanes 

et al., 2018）。近年在水稻的起源（Sagart et al., 2018）、小麥多倍體雜交歷史（Avni 

et al., 2017）、玉米的馴化（Matsuoka et al., 2002）等也都因全基因組的解碼分析而

有長足的進展，甚至目前也有以超過五千年的玉米種子進行古 DNA 的定序，從而

解析玉米馴化歷史中基因組的變化（Ramos-Madrigal et al., 2016），這讓考古植物

學研究開啟了一扇新的視窗。 

而在人類學學科中，這些類型的知識早期多被歸類為民族科學、民族生態學

與民族植物學等生態人類學的分支，在此領域內，Harold C. Conklin（1957）開啟

了菲律賓園藝型農業生態智慧的研究，他的著作堪稱影響其後相關研究最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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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 Darrell A. Posey（1986）一方面強調原住民族生態智慧的重要性與當代科

學知識相當之外，也提出有關知識權與文化權的概念，帶來相當的影響，創立了

在此一領域引領議題多時的國際民族生物學（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thnobiology, 

ISE）4。Posey 在 1999 年為聯合國編著的書籍清楚地強調了原住民生態知識紀錄

的意義（Posey, 1999），另一方面，此一階段的學科領域亦涉及到許多跨領域與應

用的知識類型，例如在 Michael Warren 等人合編的《發展的文化面向：原住民族

知識體系》（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一書，廣泛記錄並整理了一些世界上許多原住民地區發展研究與實際的具體個案，

以探討原住民族知識如何結合應用於實際進行的發展計畫中（Warren, Slikkerveer 

and Brokensha eds., 1995），而學者們的討論也逐漸進入到，討論傳統的知識體系如

何面對當代劇烈的環境變遷，或實際面對到災害或經濟開發的威脅的適應究竟為

何（Bicker, Sillitoe and Pottier eds., 2004）。上述作者共同以發展計畫與自然資源管

理、保育和農業等項目相關之傳統環境知識作為主要的討論課題，而此類問題既

是當代原住民族社會必須面對的當務之急，同時也是開啟了重新認識到底何為原

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之屬性，與其中所隱含之知識性質的差異，再擴及其如何可

以再現於當代社會中的各種狀態樣貌的機制。然而，此階段的研究者仍面臨重要

的挑戰，因大多數仍只強調以現代西方科學知識來陳述原住民族環境∕生態知識，

在知識性質的界定上主張須經由西方科學知識進行檢定的必要性，對於傳統知識

的屬性和定義過於強調刻板性的傳統的單一面向，實質上並未能充分地展現和理

解原住民知識所具有的口述實踐與動態性意義。此一問題在近三十年來有關原住

民族傳統環境∕生態知識的研究探討，已受到更多人類學學者持續長期的關注，

對此，幾位生態人類學的學者均曾專著批判，此類型的研究未顧及原住民知識的

屬性差異與知識生產脈絡的問題（Agrawal, 2002; Dove, 2002; Ellen and Harris, 

2000），對於原住民傳統知識的屬性和定義，過於強調一種化約式的傳統，或只重

視其應用性的面向，等於是一個從外界設定的目標來決定的研究框架所內涵的一

                                                 
4 另外有美國紐約植物園所主導的經濟植物學學會（The 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 for the 

Society for Economic Botany），他們出版的《經濟植物學》（Economic botany）是這領域

內的重要期刊，雖然是以植物為主題的植物學為焦點，但都和我們所指的民族植物有關。 



34    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 
 

種限制，從而未能充分探討原住民的傳統生態知識所具有的實質內在意義與動態

性。在上述研究中，Roy Ellen 與 Holly Harris（2000）提出原住民族環境知識

（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簡稱 IK）的屬性定義，包括清楚定義原住

民知識為一種口述傳承和實踐中學習的知識，在特性和傳承方式上截然不同於書

寫型態社會的知識體系。而原住民環境知識具有在地適應式演化的地方化知識

（placed bounded knowledge）的特性，也不同於普遍性與世界性的知識體系的生

產意義。同時，兩位作者亦提示了此類型知識的傳遞與轉化過程，既為經驗性的

且未必會被完全地傳遞，此類型知識的再生產與其分配，在其社群之中實具有一

種不均等的特性，以上這些屬性，都使得原住民環境知識大不同於個人主義與現

代法治化社會之中，將個體視為平等，可以均等取得的知識轉化的方式（Ellen and 

Harris, 2000: 1-33）。以上這些關於原住民族知識屬性的提示，都顯示了原住民族

的植物與環境及土地相關的地方知識體系，與我們所熟悉的西方現代化知識體系

之間具有根本的差異，而這樣一種知識系統，不論是對當代的原住民族文化的持

有者或是對研究者來說，在語言傳達與知識傳承上都有著很大的轉譯的困難，必

須被審慎地檢視。而且必須指出的更重要的一點是，在這與西方現代科學兩種完

全不同類型的知識概念的落差中，還存在著當代環境變遷與地方發展過程之中，

管理在地環境的權利與權力競逐的問題，例如我們現在在臺灣原住民傳統領域的

課題與地方應對災害管理的課題上，所面臨的知識銜接與知識實踐之落差與挑戰。

而上述有關這個領域的研究發展，確認了人與植物之間的關係的民族植物知識所

具有的當代重要性，同時也牽涉到知識生產與知識文本化的方法論問題。 

貳、 臺灣原住民的民族植物研究 

藥用植物或是其他經濟作物的利用歷史在東亞各國都有很長期的記載，但不

論是在中國或是日本，現代民族植物學較少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在民族植

物學核心概念中，針對特定人群的植物利用研究，日本的起步較早，有不少民族

誌式的記錄描述。日本在二十世紀初期針對新殖民地如臺灣和南洋群島，也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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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原住民民族學和民族植物的零星記錄，例如《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5。而中國

直到 1980 年代才有正式的民族植物學研究論文（裴盛基，2008）。 

日本將臺灣納入殖民版圖的初期，有人類學者如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

助等學者開始進行原住民族地區的調查，中後期則加入鹿野忠雄與植物學者如佐

佐木舜一、島田彌市等人，紀錄了臺灣原住民的植物利用。此時期的調查，多為單

一主題或部族的植物利用的簡單描述，比如島田彌市在桃園角板山，記錄原住民

使用之食鹽替代品的文章中，即列舉了酸藤、山胡椒、山鹽青（羅氏鹽膚木）等三

種植物，以兩頁的描述介紹植物和有使用的地點（島田彌市，1920）。較有系統的

整理者，則有佐佐木舜一發表的《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1924）和《臺灣主

要樹木方言集》（1935），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出版的《高砂族調查書第六編

藥用草根木皮》（1939）等，但都只是以植物名錄的方式羅列出物種和用途的簡述。

日治晚期的人類學與博物學者鹿野忠雄大概是當時極少數有論述性民族植物學的

研究者，他結合生物地理學的調查結果，比較蘭嶼和東南亞等地原生和栽培植物

之物種、農耕栽培、以及原住民植物名語源比較，由此探討蘭嶼－巴丹－菲律賓

民族間的關係，是跨領域研究的經典代表（鹿野忠雄，1938、1941a、1941b、1943）。

另外值得提醒的是，二十世紀初期及更之前的許多博物學者在進行田野時，常會

廣泛地蒐集跨越不同學科領域的各種資料，如森丑之助、鹿野忠雄等人，其研究

橫跨了民族學、動物學、植物學、地理學等。其後，由於學科領域的專業化發展，

以博物學為研究目標的人愈來愈少。但這些二十世紀初的自然史研究者，有不少

具有博物學觀察的能力，特別是早期進行生態調查的地方往往也和原住民的生活

場域重疊，所以此時期的植物生態調查者也會記錄下當時原住民的一些民族植物

利用。例如日治時期任職臺北帝國大學的植物學家細川隆英和鹿野忠雄，曾在 1935

年一起出過一次蘭嶼的田野，他在 1935 年發表的〈紅頭嶼と植物〉一文敘述了蘭

嶼之行的民族植物調查，包括小米、番薯、芋、薯蕷、甘蔗、香蕉、臺東龍眼等等，

文章中有關於當地植物名稱與品種的細緻紀錄，但是這樣的紀錄也因當時未發表

                                                 
5 依序有不同卷次，第一卷泰雅族，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第三卷賽夏族，第四卷鄒族，

第五卷第一册排灣族，第五卷第三册排灣族，第五卷第四册排灣族，第五卷第五册排灣

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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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學或民俗學相關的領域，而是《臺灣教育》這樣的刊物，不容易被後來的研

究者發現（細川隆英，1935；胡哲明，2021）。有關日治時期民族植物學的相關文

獻，有李瑞宗（1999）曾經做過彚整，另外黃信麒等（2019）也曾針對日治時期記

錄的藥用蕨類發表一篇回顧性的論文。 

戰後至 1990 年，臺灣民族植物的研究多停留在單一學科的局部紀錄，相關的

研究大抵分別在人類學和植物學的領域個別發展。原住民族的民族植物記錄多散

見於各族群的研究記錄中，提及在農業或宗教儀式之中所使用的原住民的植物名

稱，但往往未提供學名引證，以致日後讀者在比對植物種類時不易確認。而植物

學方面的研究則多聚焦於經濟植物的生物學特性或討論植物的起源等，在其他民

族植物的社會文化脈絡意義上較缺乏關注。但從此點我們亦可以觀察到，民族植

物的研究與其發展的時代和政治經濟與歷史脈絡是息息相關的，一方面在研究的

經費有限的時代，研究對象的選擇與民生物資及經濟發展的條件相關是重要之事，

但卻也遺漏了許多同樣值得被重視的面向，例如各個原住民的豐富民族植物知識

中非與經濟相關的部分，或是與原住民整體知識的意義相關的探討，直到晚近才

開始見到。而由於在臺灣原住民研究中，涉及民族植物學的日常知識與醫藥或巫

醫知識屬於兩類不同的研究系統，在此本文因限於篇幅，僅側重於前者之文獻整

理。 

1990 年後，開始有鄭漢文（1996）研究蘭嶼雅美族的民俗植物，何秀蘭（1996）

進行阿美族太巴塱社染料植物之研究，吳雪月（1997）研究南勢阿美族的野菜利

用等較深入的民族植物研究主題。1990 年代後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也出版了原

住民植物資源及利用研討會專刊（林俊義等主編，1998）。民族植物研究的層面，

也開始擴展到物質文化層面的討論（林得次、劉炯錫，1998），而劉炯錫於其後也

推動了東臺灣的民族生物學研究合作，與各族文史工作者或教師合寫《東臺灣原

住民民族生態學論文集》（劉炯錫，2000）。鄭漢文最早發表有關蘭嶼民族知識的

論文，是 1996 年的東臺灣研究創刊號上的〈雅美族的民俗植物〉，該文非常細緻

地從蘭嶼人對於環境與信仰和禁忌的整體角度，探討其如何運用環境資源，並以

植物分類進行描述，在當時帶來非常重要的新視角，一種結合現代植物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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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觀察與原住民文化信仰知識體系並進的書寫與研究方法，也記錄下雅美∕達悟

精彩的民族植物知識內涵。之後，他與許多不同作者合寫的民族植物和民族生物

的著作，大致結合了類似的視角與廣泛博物學和分類知識的基礎在其中，例如〈蘭

嶼雅美拼板舟之結構用材〉（鄭漢文、王桂清、廖聖福、施拿保，2002）。鄭漢文另

外出版有雅美∕達悟與排灣、布農、卑南等民族植物學專書（鄭漢文、呂勝由，

2000；鄭漢文等，2005、2016，李麗雲、林佳靜、陳文德、鄭漢文，2009）。 

吳雪月是在臺灣民族植物學研究中特別突出的阿美族學者，她很早開始進行

阿美族豐富的野菜知識的紀錄與推廣，她所寫的《臺灣新野菜主義》（2000）堪稱

同類書籍裡最暢銷的一本，同年黃啟瑞（2000）也完成探討野菜的碩士論文《原味

與市場：另一種 Amis 植物人文的探究》。近期 2020 年也再出版了阿美語版本，同

時進行英文版的翻譯與出版，影響甚廣，其碩士論文處理花蓮縣吉安鄉「黃昏市

場」阿美族野菜區交易與交換的課題（吳雪月，2003）。在研究的意義上特別要強

調的是，因為她的書寫與出版，才讓外界開始注意到阿美族原來有如此豐富多樣

的野菜分類知識與美味的食譜，但過往的阿美族研究卻一直忽略了這個領域，以

及這個領域可能可以帶來對於阿美族社會文化與知識內涵另一種認識的角度。近

期吳雪月老師也著力於推廣保種運動，成立花蓮原住民族野菜學校，對於原住民

植物知識的傳承持續發揮其重要影響。 

許多植物學家也很早就關注臺灣原住民的植物知識內涵，例如任職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的嚴新富，在運用植物分類專長和長期與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族植物知

識持有者的互動下，紀錄了許多不同在臺灣原住民地區所使用的植物項目（嚴新

富，2001、2002；嚴新富、鄭景仁，2011；嚴新富、鴻義章，2005）。他也參與在

阿里山鄉誌中的植物篇（嚴新富，2001），納入整理鄒族族人溫英傑早期拜訪部落

長者的植物紀錄（浦忠勇、江寶釵、嚴新富，2013：122-123），與浦忠勇與江寶釵

的阿里山鄒族的國科會計畫「阿里山鄒族民族植物敘事調查、整理與研究」中。而

浦忠勇、江寶釵（2014）文中也點出從第一作者浦忠勇的生活經驗到鄒族的民族

植物研究上的觀點，回應了一些臺灣民族植物學文獻紀錄中所欠缺但應當省思的

問題，例如從鄒族植物命名的原則，可以見到植物知識蘊含著植物與文化的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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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和歷史性的源流，原住民的植物知識與現代植物學分類與知識之間也必須來

回地參照，而非單從現代科學分類紀錄就能理解此類型知識的全貌，其中關於五

節芒的實例甚為精彩，鄒族與此植物的相依關係甚多，從儀式文化到蓋屋皆有，

也因此有五節芒非常詳細的生長階段與部位的專有名稱（浦忠勇、江寶釵，2014：

237-239）。上述文中所述觀點同時涉及英文文獻中所提出的原住民生態知識的全

貌性（Berkes，2012[1998]），以及原住民生態知識之屬性來自實用與功能性的意義

（Ellen and Harris, 2000），而英國的人類學及民族生物學者 Roy Ellen 在數篇文章

中也提醒研究者應留意，原住民生態知識不能忽視其知識性質而被理解，需將之

放回到其產生的脈絡與屬性之中被認識與呈現，否則我們將錯失其知識內涵中所

蘊含的豐富的自然與文化意涵（Ellen and Harris, 2000; Ellen, 2006）。 

郭華仁為國立臺灣大學農藝系教授，並在台大教授「植物與文明」課程多年，

長期推動植物與文化的知識普及與認識。其個人實驗室支持之種子網站是許多人

從網路搜尋認識此一研究分支的早期基礎，他也建立了一系列從農藝研究到之後

積極參與推動「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法」草案的過程檔案紀錄，雖

然後來因為諸多因素未能完成立法，但在研究與教學上影響許多後來的研究者與

學生。6巴清雄為魯凱族人研究者，其研究領域涵蓋文化資產與傳統原住民農業系

統，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與保護學系的碩士論文〈霧台魯凱族植物頭飾

之研究〉（2004），即很細緻地記錄分析霧台魯凱族儀式植物的使用，尤其是關於

百合花的裝飾權與相關的社會文化意義的紀錄。接受農藝系訓練後他的博士論文

則處理了霧台部落魯凱族傳統農耕系統的歷史發展與社會文化脈絡，探討傳統農

耕制度以小米、花生、水芋頭等混作系統以適應環境的變化，也有利於作物多樣

性的保存；巴清雄提出，在霧台，品系栽培會依個人的喜好而有不同的選擇，若次

年需要栽培不同作物品系時，則透過部落族人交換或贈與的方式取得，這樣部落

的分享與作物的贈送維持了部落的糧食安全，在氣候變化與環境異常的困境中更

顯重要（巴清雄，2018）。 

                                                 
6 本文撰寫過程，曾蒙郭華仁老師惠予時間接受訪談，在此特別致上感謝。他也分享了他

個人長期關注此一研究領域之豐富經驗，其建立之觀點種子網仍持續由其個人維護，所

有曾有的紀錄亦可透過網站搜尋。（http://seed.agron.ntu.edu.tw/，前種子研究室網站，國

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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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後開始有一些大學碩士論文或以論文改寫的期刊論文以及相關的報

導，以特定族群中的民族植物為題進行研究，比如說南投泰雅族賽德克亞族（張

汶肇，2003）、屏東霧台魯凱族（郜月珠，2004；巴清雄，2004），南投布農族（曾

清峰，2005；邦卡兒．海放南、董景生，2009），或是大同部落的太魯閣族（林明

勳，2007），新竹苗栗的賽夏族（蕭培廷，2007）等地的民族植物調查，以訪查或

問卷的方式蒐集資料，希望建構當地的民族植物名錄並記錄使用方式，同時分析

這些植物的分類。此類屬於民族植物普查的類型，盡可能地完備當地的植物知識

資料（inventory style）。另外，也有研究民族植物知識的傳承與流失（林冠岳，2009）

等議題式討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在 2005 年起出版一系列之原住民植物書籍，選擇臺

灣的部份原住民族，針對民族植物利用，配合圖鑑式的植物照片和深入淺出的解

說文字，為科普性質的通俗讀物，但仍是近年官方出版最普及之民族植物記錄。

系列書籍涵蓋了南澳泰雅族（董景生等，2010）、布農族（董景生等，2008）、阿美

族（黃啟瑞、董景生，2009）、魯凱族（黃啟瑞等，2011）、鄒族（魯丁慧等，2011a）、

排灣族（魯丁慧等，2011b）、邵族（魯丁慧，2013）、蘭嶼達悟族（董景生等，2013）

等。但就如同前段浦忠勇與江寶釵（2014：221）文章中所指出的，在鄒族一書中

將南北鄒族放在一起介紹而未加區分，無視南北鄒族的語言文化以及植物利用存

在著極大的差異，導致一些植物的鄒語名稱無法確定。此外，鍾明哲、楊智凱（2012）

也出版《臺灣民族植物圖鑑》，以圖文配合介紹各種植物利用。這些系列叢書和圖

鑑雖對於原住民之民族植物知識的普及有相當的影響力，但可惜的是，這類叢書

資料的蒐集忽略文化與知識之間的細密關係，問題可能包含從各個部落的植物名

稱可能出現的差異，到植物使用在同一族群中亦可能有部落或地方傳統的差別，

因此，若未清楚標示植物知識之採集地點與正確的族語稱呼，所留下的資料將帶

來識讀與應用上的困難。 

在政府單位出版方面，隸屬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以下

簡稱花改場）在針對實用性植物的農業市場化的研究上著力甚多，除了積極協助

原住民地區農民解決實務上的問題之外，其涉及到研究發展的過程其實也與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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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地區的部落互動緊密，近期最常被提及的例子有與馬太鞍部落協力進行古來種

陸稻──芒紅米稻種 cilipeday 的保種。7花改場在 2016 年間成立原住民作物特色園

區 8，更能夠以當代臺灣相當傑出的農業技術結合傳統原住民農業知識，但若是未

來在新品種的發表與輔導上能更加揭露其合作的努力過程，與這過程中和原住民

地方知識之間的互動與銜接關係，將對臺灣原住民植物知識的肯認與重現帶來更

重大的影響。 

另一類型與上述出版屬性相當不同但常有令人驚豔的民族植物書籍，是近期

原住民部落與社區因內部文化與傳統知識的復振，或因參與文化類型的各級政府

單位補助申請，或因應發展部落觀光與文化解說的需求，乃至於更晚近來自對於

自我族群的民族教育課程內容的累積，而進行的紀錄與出版品。此類書寫的文本，

雖可能未經所謂學術型態的知識訓練，但有時發自部落內部的敘事與述說經驗的

文字類型風格，反倒更直接地將與部落生活和歷史人文故事息息相關的民族植物

知識，保留在其原有的敘事之中，也更接近我們在此強調的，知識原有生產的脈

絡和意義之中。此類作品雖也差異甚大，例如像《種回小林村的記憶：大武壠族民

族植物暨部落傳承 400 年人文誌》（徐銘駿主編，2017），便是藉由植物敘事書寫

自己的歷史，記錄下社區如何在八八風災後遷居的永久屋後方復育起「大武壠民

族植物園」的過程，並運用植物園規劃人文小旅行，或是以植物園栽種的樹薯、華

薊、鼠麴草做成大武壠部落風味餐，這個「把植物種回來」的紀錄同時也在告訴下

一代，這些祖先運用植物的智慧以及傳承屬於自己族群的生命認同。而同樣在遭

遇莫拉克風災之後重生的部落，卡那卡那富族有由婦女復振的女人的田地

                                                 
7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致力於作物種原收集與保存，2000 年前後便開始進入原鄉部落蒐集

各種陸稻，目前收藏陸稻品系達 247 種，每年不斷繁殖與更新這些稻種。當馬太鞍部落

青年提出想要找回部落以前種植的稻米時，O'rip 生活旅人工作室黃啟瑞便邀請族人到

該場尋求支援。花改場也提供 8 種陸稻品系，在馬太鞍部落設置採種田，並協助部落育

苗與插秧。而隔年，部落耆老 82 歲吳連妹阿嬤也將儲存在冰箱好些年的 cilipeday 拿出

來種，要將長輩留給她的稻種延續下去。（曾竫萌，2020） 
8 原住民特色作物園區的前身為休閒作物研究園區，是花改場民國 90 年設置，規劃有水

生植物區、藥用植物區、新興果樹區、原生蔬菜區及香草植物區，並於民國 105 年加入

原住民特色作物區。引用來源：https://m.facebook.com/hdares2015/posts/1613895258723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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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u’uru）與有老人在的地方（To’ona tamu）的敘事，將深藏於老人記憶之中的

生物文化多樣性再現出當代的樣貌（阿布娪，2015），具體呈現出當代臺灣原住民

豐富之行動意義與知識再現的能力，而在同一族群知識的紀錄方面，高雄大學原

住民族專班於近期亦出版了由學者合作的《卡那卡那富族民族植物》（劉正元、邱

碧華，2020）一書，亦提供一種參照，可讓我們從不同面向與領域理解民族植物知

識的多重樣貌。 

參、 臺灣原住民之植物研究與近期英文民族植物學與
傳統生態智慧研究的比較 

從前一節對於臺灣原住民民族植物的研究整理來看，一方面，此一議題在各

個不同時期吸引不同研究者從研究學科與實用的面向與需求進行研究，另一方面，

知識持有者來自原住民社會文化知識的關注，與研究者對於植物與社會的關係的

認識層次，也帶來深化此一研究領域的關鍵性作品和觀點。接下來我們將嘗試引

用幾項英文民族植物學與傳統生態智慧研究，以探討臺灣原住民的植物研究可參

照與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尤其在當今重視民族教育、族群文化知識傳承與土地

知識內涵的趨勢下，要如何貼近知識真實的樣貌並將之轉化成為教學，或是提供

在治理的實踐現場與法律或政治的政策設計與執行作為依循和參考，都是值得再

進一步執行的目標。 

除了前段提及的，原住民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發展上的比較與差異需要留意

兩類知識的基本差異之外，有關這兩者之間的界線與差異，在 2000 年前後有一波

來自傳統生態知識研究與聯合國的發展機構的反思，有一派學者認為西方建構出

來的科學等理論知識在具體化面對問題無法解決時，在地古老的知識似乎成了解

決許多問題的最佳手段。一方面，這個思潮帶出的觀點，是在地知識好像能夠保

證其持有者和自然和諧地相處，以進一步達到永續性的目標，但其他像傳統農業

的知識不是也可以嗎？因此，原住民知識在此的特殊性與意義為何？以下以其中

主要的知識討論者 Arun Agrawal 的研究觀點為例，他的觀點對於我們在進行原住

民知識記錄過程中均會面臨的分類與檔案化的方法，以及紀錄與檔案化知識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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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何人所用、被紀錄下來的知識意義如何被解讀等課題有重要的釐清。 

Arun Agrawal 刊登在 1995 年發展與變遷期刊中的一篇被高度引用的文章

Dismantling the Divide Between Indigenou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提出，在知識

界發展的過程中，在地知識在 50 至 60 年代的發展觀念裡常被視為是發展的阻礙，

可是後來這些集中化、技術化取向的西方科學解決方法並無法改善小農的生活。

強調在地知識的學者與具政治目的的非政府組織，強調了邊緣和貧窮人所擁有的

知識，將之視為另類發展可能依循的路徑，而其中倡議新原住民主義者（neo-

indigenistas）尤其強調要保存在地知識以及強調在地知識與西方科學之間的區別，

以顯示在地知識之珍貴，也因此提出了需要記錄和保存在地知識的主張，以讓更

多的人可以享有。雖然這樣的主張出於對原住民知識的支持，但也同時具有高度

的張力與危險，原因在於，Agrawal 認為這樣的區分存在有將在地知識和西方科學

知識二分的問題，例如前述高度參與發展機構的 Michael Warren 就認為科學知識

是現代、國家體系下的，在地知識則是在地、鄉下的。Agrawal 認為新原住民主義

者也是抱持著上述二分法的態度，認為在發展過程中，西方科學忽略了在地的生

活和脈絡、邊緣化人群的感受和知識等等，並且挾帶了知識和國家的權力，在此

同時在地知識逐漸消失並且讓國家內部逐漸同質化，所以應該要讓在地知識被記

錄下來和傳播，這些知識對發展也是有用的。但是，新原住民主義者的宣稱雖批

評了西方科學知識挾帶著權力的傳播方法，他們在實踐上卻也用類似的方法傳播

在地知識，以期達到讓在地知識存活或是復興的狀態。也就是說，新原住民主義

雖批評了科學缺乏在地脈絡，可是卻意圖用異地保存的方法來讓在地知識再次強

大，這和他們宣稱的，在地知識的活力和特色是源於其與當地人生活和實踐充分

鑲嵌的論點是有所矛盾的。在地知識也會隨著時空的變遷而有所改變，不能忽略

知識和技術是源自生活需求，而人們會為了符合需求隨時做出修正。Agawal 提出

一個對此類主張的關鍵觀點，即是，為了要說服大眾在地知識也是有用的，抱持

新原住民主義的研究者所用的方法，仍必須經由科學方法的驗證來向他人說明在

地知識的寶貴之處，但這也同樣步上了他們批評的西方科學所走的道路：邊緣化

他者知識（Agrawal, 1995）。因此，承上觀點，對於原住民植物知識的保存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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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盡量留在其原有的知識意義與脈絡之中被實踐，單單圖錄式的紀錄就以為保

存了這樣的知識，如此作法是很有限的，對於知識如何在其生活與日常實踐之中

的推動才是知識延續最好的途徑。 

與 Agrawal 同樣具有批判精神的人類學與發展研究學者，另外在 2002 年聯合

國支持的一份社會科學期刊上，各自以其研究領域和關注原住民∕傳統知識的研

究提出不同方向的評論與觀察，例如研究印尼爪哇與加里曼丹的 Michael R. Dove

（2002），說明原住民橡膠小農的在地知識如何結合殖民者引入的來自南美的橡膠

品種，以優異的橡膠樹經營手法與新的性別分工，再結合時間分配得當，以傳統

游耕農作加上閒暇時間的橡膠經營，創造出高於官方強推的爪哇移民與商業雇工

為主的種植園的收益。因此，二元分立的傳統與現代，或是在地與外來，都是不符

合現實也是想像而來的，傳統知識也會與時俱進，同時也是動態式地不斷因應改

變的一種知識，並非固定不變。Dove 在他於 2006 年發表在 Annual Reviews of 

Anthropology 上，一篇關於原住民族與環境政治之研究領域的研究回顧文章中提

出了一些反思，他指出，雖然當代的原住民族知識已經具有交織在現代化過程中

的樣貌了，傳統一辭實在已非恰當之指稱，他進一步提出了結合傳統與現代知識

的複合知識形態存在的意義體系的概念。而關於此概念的指稱與其所帶來的爭議，

也牽動了探討不同於西方的另類環境主義的討論（而且主義應是以複數的方式呈

現的），在這裡，結合保育與發展的目標的可能性是可以且應該被辯論與試驗的。

人類學對於國家與社區能動性的認識需要被再次檢視，而新的研究取向如合作式

研究、原住民族權利運動和衝突也正在發展中。這些研究取向和當前其他與原住

民族相關的研究問題，正挑戰著人類學的理論與研究倫理，且提示了對存在於科

學、社會與環境之間的共同演進與衝突協商之分析的重要性（Dove, 2006）。而這

樣的知識協進，絕非只是人類學學科本身所能達成，而是須仰賴其原住民的研究

夥伴與不同知識領域學者合作與協作並進的。 

Agrawal 的另一篇研究（2002）特別針對原住民知識資料庫的建置而論，指出

其可能侷限我們對於傳統知識內容本身的理解層次，並在傳承上帶來不同的困境。

資料庫建置常常在建置時優先考慮可應用性，而資料庫最容易令商業與藥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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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者受益，但對於知識持有者或是知識使用權利的貢獻過於侷限，資料庫的

屬性往往又因過於靜態，不適合於知識的紀錄與傳承上，外界卻往往對於靜態的

資料庫抱有很高的期待，也有除了聯合國之外的國際 NGO 的資金大規模投入資

本，帶來的成效卻令人持保留態度（Agrawal, 2002）。此點建議對於在臺灣進行民

族植物學紀錄與檔案化的過程中，面對農業商業化與藥學應用和專利權使用的問

題上，有很重要的參考意義。這裡也呼應前面引述 Posey（1990）的幾項論點：對

於原住民植物學（亦可擴及動物昆蟲或其他生物與生態學等）的知識權利的重視；

在記錄與深化此類知識的研究與應用的過程中，必須特別留意到合作所具有的特

別意義；權利持有的概念要如何被尊重與如何看待。這裡不只牽涉到權利與資金

分享的問題，也涉及到我們對於此類知識的整體意義的認識，和我們所記錄下來

的內容究竟反映多少知識的樣貌的問題。誠如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的民族植物

學與人類學者 Eugene Hunn 所述，應透過嚴謹的民族誌工作方法，在研究中展現

充滿動態性的傳統生態智慧，以支持原住民土地主權的主張與由原住民掌握控制

自己生計資源的權利（Hunn, 1999）。 

以上這一波的有關原民知識性質的討論，已經為後來的研究鋪陳出一定的基

礎，某種程度也呼應了近期人類學中被視為最重要的理論思潮影響之一，即對於

研究對象與研究的本體論的探討（Kohn, 2015）。從這個人類學理論發展出的本體

論轉向的探討出發，我們在民族植物學中探討從西方科學知識來理解原住民傳統

生態知識的課題中，不也正不斷地如此嘗試或挫敗於對於另一種主本體論體制和

主體的認識與重新認識？Ellen在晚近的評論文章中便提出這樣的提醒，他質疑「西

方」本身也是多重矛盾和複雜的，而且西方與非西方的本體關係也不是必然二元

分立的狀態。因此，作者認爲本體論不能單獨成爲分析概念差異的主要理論取向，

Ellen 提出民族植物學研究實踐中的「掌握要領；領悟」（prehension）概念，強調

構成「地方植物知識」的存在原理，這一切實有化的產生與發展，都是經由選擇能

夠比較於科學意圖的相關性理解，來構建一個可以被具體理解的事實，但卻不能

夠（完全）代表地方現象的本體（Ellen, 2016: 12-14）。 

因此，上述人類學理論典範對於此一課題的提醒，也來自於一種高度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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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謹慎面對不同本體論知識體可能蘊藏的豐富內涵的一種認識論態度，並透過發

展不同的方法論，以更貼近他者知識的內涵與理解差異的存在。此點也提醒我們，

在探究臺灣原住民民族植物知識的過程中，既需要留意到不同知識再現的必要性，

也必須直視知識的生產與內涵之間的關聯與意義的再現，而不應只是將原住民知

識視為只能以現代生物學知識或西方知識印證的另類知識，反而是具有其發展知

識脈絡和意義生產的主體。 

肆、 結論 

本文嘗試將過去數十年臺灣研究學界對於民族植物學與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

相關的文獻進行整理，並從其中分類與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方向進行整體的了解，

然限於兩位作者的學科專長與研究的領域差異，還有許多疏漏之處，不過整體而

言，臺灣有關民族植物學的研究在民族生物學領域中屬於累積較多的研究範圍。

相較於晚近國際民族植物學研究，仍有許多可以再發展的課題與空間，除了基礎

的原住民植物知識的檔案化與檔案化的意義與理解、檔案管理，與知識的研究和

記錄要如何與知識持有者及知識的傳承之間維持正向關係以發揮積極的作用，與

民族植物相關的知識論、轉譯方式與文化權與文化詮釋，又如近期臺灣的新興課

題，如原住民傳統土地知識之上的植物與生態意義，或是應用在與不同的政府機

關如林務局和農業單位的合作共管形式之上等問題，都將會是未來值得特別留意

的重要研究課題。 

從臺灣的原住民植物知識書寫者與越來越多由部落因傳承與發展而自發性進

行的合作紀錄和出版中，我們可以期待這樣豐富的知識承接和書寫主體的重視，

讓我們未來有更多值得留意的作品和文獻。而來自地方與知識持有者的聲音，和

強調與跨領域和跨學科合作過程同樣有被揭露的必要性，原住民植物知識的樣貌

何其豐富，非僅只是植物學或人類學知識的框架或意義所能完全理解，不同學科

的研究方法各有其利弊與意義。我們也認為臺灣原住民的植物研究將是一個豐富

的原住民研究領域，也是原住民社會所能帶給世界的自然與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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